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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要 

全球风险社会下极端自然灾害呈复合型特征，政府单一主体应急治理模式面临挑战，公众合作生产成为

应急治理的关键支撑，但现有研究对信息呈现、本土文化等非技术性因素关注不足，尚未厘清应急情境

下公众合作生产意愿的驱动机制。本研究聚焦城市内涝应急救援场景，通过两轮递进式实验展开探究，

依托“见数”平台招募被试并回收有效问卷613份，运用SPSS PROCESS进行数据分析。研究发现，目标

框架对公众合作生产意愿有显著主效应，且损失框架效果优于收益框架；风险感知和个体规范在二者间

发挥并行中介作用，且受宣传视角调节；宣传视角的调节效应显著，集体视角下损失框架的提升作用更

突出，该调节效应通过双重中介实现，集体视角下个体规范中介作用更明显，个人视角下则是风险感知

占主导。本研究丰富了框架效应理论在应急治理领域的实证证据，明确“损失框架 + 集体视角”为最优

信息呈现组合，为应急宣传设计、引导公众合作行为提供了实操建议，对建设应急治理共同体具有重要

价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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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 
In the global risk society, extreme natural disasters exhibit complex compound features, and the 
government-dominated emergency governance model is confronted with substantial challenges. 
Public co-production has become a vital pillar for effective emergency governance. Nevertheless, 
existing studies insufficiently focus on non-technical factors including information presentation 
and indigenous culture, and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public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emergency 
co-production remains unclear. Focusing on urban waterlogging rescue scenarios, this study adopts 
two-round progressive experiments, recruits 613 valid participants via the Credamo platform, and 
uses SPSS PROCESS for data analysis. Results indicate that goal framing significantly affects public 
willingness toward co-production, with loss framing outperforming gain framing. Risk perception 
and personal norm play parallel mediating roles, which are moderated by communication perspec-
tive. The moderating effect is significant: loss framing generates a stronger effect under the collec-
tive perspective. The moderated mediation is fully supported.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sonal norm 
is more salient under the collective perspective, whereas risk perception dominates under the in-
dividual perspective. This study enriches empirical evidence of the framing effect in emergency gov-
ernance and verifies the “loss framing + collective perspective” as the optimal information strategy. 
Practical implications are provided for emergency communication design and public cooperation 
promotion, which contribute to enhancing emergency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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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问题的提出 

人类社会步入“风险社会”后[1]，自然与社会系统的风险因素持续聚集耦合，灾害风险呈现复合型、

多元化特征，发生频次递增，且兼具跨域跨界、复杂多变等特点。2021 年郑州“7·20”特大暴雨、2022
年四川极端高温叠加灾害等事件，对政府单一主体的应急管理模式形成严峻挑战[2]。传统应急治理的局

限性尤为突出：一方面，突发公共事件预警难、演化快，导致灾害初期资源需求激增，政府人力物力难

以全面覆盖，资源调配也无法匹配差异化需求[3] [4]；另一方面，政府标准化、层级化的运作模式缺乏动

态危机响应弹性，易出现预案与实际脱节等问题，加之长期形成的单一主体治理惯性与公众参与不足，

难以适配复合型灾害的多元应对需求[5]。 
在此背景下，合作生产模式打破应急治理主体边界，通过多方协同补位治理资源、凝聚治理合力，

成为提升应急治理效能的关键路径[6]，其既契合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与跨主体平等协作的导向，也能降低

治理成本、构建平等协作的治理网络[7]。郑州特大暴雨“救命文档”、疫情防控社区志愿服务等实践案

例，充分印证了公众合作生产对政府应急资源的重要补充作用[8] [9]。信息技术的发展让公众参与场域延

伸至虚拟网络空间，虽拓宽了参与尺度、降低了参与门槛，却也因网络的开放性、匿名性带来新挑战[10]：
公众参与存在专业能力碎片化、响应无序等问题，线上还易出现信息杂糅、责任弱化等现象[11]，加之参

与主体多元化加剧统筹难度，易造成资源错配。更为关键的是，合作生产并非必然产生正向价值，缺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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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引导易加剧灾害损失[12]，因此，如何有效引导公众参与、提升应急合作生产有效性，成为应急治理

领域亟待解决的议题。 
现有研究仍存在一定缺口：合作生产相关研究多聚焦于描述性探讨，侧重技术支撑而忽视信息呈现、

文化背景等非技术性因素，未能揭示合作生产意愿的驱动机制；在框架效应理论中，目标框架对合作意

愿的影响虽已在环保、公共卫生等领域有所探讨[13] [14]，但相关结论尚未统一；且结合我国集体主义文

化背景，探究宣传视角对框架效应调节作用的研究较为匮乏，同时缺乏对风险感知、个体规范等内在心

理中介机制的系统剖析[15]-[17]。 
基于上述现实背景与理论缺口，本研究聚焦城市内涝应急救援场景，核心探讨三方面问题：何种目

标框架(损失框架、收益框架)与宣传视角(个人视角、集体视角)的组合能更高效提升公众合作生产意愿？

该劝服效果背后的风险感知、个体规范心理机制如何运作？不同宣传视角下目标框架的效应差异成因何

在，二者是否存在显著的匹配效应？ 

2.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

2.1. 目标框架对合作生产意愿的影响 

框架效应是基于 Kahmeman 和 Tversky 提出的信息框架理论，聚焦个体认知特征与决策心理，指本

质等价但描述方式不同的信息会导致个体决策偏差，进而引发不同行为结果[17]。在劝服领域，信息框架

通过差异化语言表述传递相同含义，影响接收者的认知判断，进而提升信息说服力。作为典型的传统信

息框架类型，目标框架以促进特定行为为核心，主要分为两种形式：收益框架(重点强调实施目标行为所

能获得的好处)与损失框架(重点强调未实施目标行为所带来的弊端) [15]。 
关于目标框架的劝服效果，学界一直存在争议：一类观点认为，损失框架更具说服力，因为损失带

来的威胁会引发个体的焦虑情绪，进而有效激发其行为动机[15]；另一类观点则更认可收益框架的效果，

例如在医疗资源分配相关研究中发现，积极正向的框架描述能增强公众的公平感，更易被接受[18]。目前

学界普遍达成共识：目标框架效应具有明显的情境依赖性，需结合具体应用场景，优化信息表述方式，

才能实现最优的劝服效果。 
在不同领域的实证研究中，目标框架的效果呈现差异：在健康行为领域，收益框架在引导公众减少

酗酒、戒烟等行为方面效果显著[19] [20]，而损失框架则在引导公众养成健康饮食、拒绝吸烟等行为上，

更能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[21] [22]；在环境保护领域，两类框架均能发挥积极作用，同时也存在部分研究

显示二者作用差异不显著的情况[13] [23]；在公益慈善领域，消极导向的框架(损失框架)在提升公众捐赠

意愿方面，表现出更突出的优势[24]。 
本研究聚焦应急救援情境，基于前景理论，个体对损失和收益的敏感度具有不对称性，面对等量损

失与收益，个体更厌恶损失带来的负效用[25]。损失框架强调不参与合作生产的弊端，能突出问题严重性，

引发公众对合作失败的厌恶感，进而更具说服力[26] [27]。同时，相较于无框架引导，明确的目标框架(无
论损失或收益形式)能为公众提供清晰的行为导向，激发参与动机。 

基于上述分析，提出以下假设： 
假设一：相较于无目标框架，目标框架的运用(损失框架或收益框架)均能显著提升公众合作生产意愿。 
假设二：相较于收益框架，损失框架对提升公众合作生产意愿更有效。 

2.2. 风险感知的中介作用 

风险感知是个体对外部环境中客观危险的主观评估、感受与反应[28] [29]，在突发事件中具体表现为

公众对危机及演化风险的内心感受。从心理加工机制看，风险感知包含情感与认知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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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感风险感知以担忧、恐惧等情绪体验为核心，认知风险感知以对风险可能性、严重性、可控性的理性

判断为核心，二者共同构成完整的风险感知结构[29] [30]。其形成受个体特征、风险沟通、风险性质和知

识结构等多重因素影响，其中风险沟通作为风险信息的传播过程，对风险感知的形成至关重要[30]。斯洛

维奇指出，公共风险事件的影响不仅取决于事件本身，还与公众获取、感知和解释信息的方式密切相关

[29]。 
风险感知是应急情境中影响个体行为动机与决策的关键因素，例如在新冠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中，

风险感知程度显著影响个体防护行为及公共卫生合作参与度[31]。目标框架可通过风险感知间接影响公

众合作生产意愿，这一机制可通过保护动机理论解释：信息源传递的威胁性信息会触发个体的威胁评估

与应对评估，形成保护性动机，进而改变行为意图[32]。相较于收益框架，损失框架强调合作生产失败的

负面结果，更具威胁性，易提升公众风险感知水平；从社会心理学视角看，高风险感知会增强个体共情

能力与利他主义倾向，促使个体关注共同利益，通过参与合作生产防御风险[33] [34]。在环境保护领域，

风险感知已被证实是目标框架影响低碳行为、节水行为的关键中介机制[35] [36]。 
基于上述分析，提出以下假设： 
假设三：相较于收益框架，损失框架影响下公众的风险感知更高，进而能更有效地提升公众合作生

产意愿。 

2.3. 个体规范的中介作用 

个体规范是特定情境中个体实施具体行为的自我期望，本质上是内化的社会规范，体现为道德义务

感与行为自我期待，由 Schwartz 在规范激活理论(Norm Activation Model, NAM)中确立为核心变量[37]。
该理论认为，个体规范是亲社会行为的直接动因，个体对行为结果的责任感越强，越倾向于实施与规范

一致的行为；违背规范会引发罪恶感，遵守规范则会提升自尊，这一心理机制是规范激活的核心逻辑。 
规范激活理论指出，个体规范的激活需满足两个核心条件：一是结果认知(认识到未实施亲社会行为

的不良后果)，二是责任归属(感知自身对不良后果的责任) [38]。该理论已广泛应用于亲环境行为、节能

行为、献血行为等多种亲社会行为研究[39]-[41]，国内实证研究也验证了其有效性，例如个体规范在推动

公民减少废物排放、激发节能行为等方面的积极作用[42] [43]。 
当目标框架从损失角度传递未参与合作生产的后果时，会同时激活个体的结果认知(明确对群体利益

的不良影响)与责任归属(感知自身对群体利益受损的责任)，进而刺激个体规范觉醒，促使公众为维护群

体利益、履行自身责任产生合作生产意愿[38]。 
基于上述分析，提出以下假设： 
假设四：相较于收益框架，损失框架影响下公众的个体规范更高，进而能更有效地提升公众合作生

产意愿。 

2.4. 宣传视角的调节作用 

个体决策选择不仅受信息表达方式影响，还受社会规范、文化习惯等因素作用[44]。探讨信息表达方

式与个体特征的交互作用已成为劝服研究领域的重要发展趋势，其中与文化背景紧密关联的个体特征，

是影响框架效应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[45] [46]。 
个人主义/集体主义理论核心解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模式：个人主义强调个人自由与独立，决策以最

大化个人利益为核心；集体主义强调群体利益与社会关系，决策注重他人感受与群体责任，甚至可为集

体利益忽略个人利益[47]-[49]。两种文化价值观对应截然不同的自我概念：个人主义对应独立自我，行为

动机源于内部需求；集体主义对应互依自我，更注重集体需要与社会规范，常为群体目标采取行动[50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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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51]。在我国文化情境下，集体主义进一步体现为以人际联结、社群责任为核心的关系自我，这一构念能

够更精细、更贴合本土实践地解释集体视角信息的说服优势[1] [49] [52]。立足于中国文化情境中主流的

集体主义价值取向，集体主义倾向更强的个体往往更关注群体利益、更重视责任与义务，对指向集体层

面的信息更为敏感，也更容易被激发出遵守规范的责任感，进而呈现出更高的合作生产意愿。 
从行为经济学视角看，心理账户理论的“享乐主义加工”规则与前景理论的“得失敏感性递减”特

征，为宣传视角的调节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撑[25] [53]。心理账户理论指出，个体对收益倾向“拆分计价”，

对损失倾向“整合计价”，以追求情感满意最大化。在应急情境中，外部风险促使个体权衡自我利益与

利他愿[30]：集体视角凸显共同利益与风险，强化“共同威胁”感知，提升风险感知水平，增强合作意愿；

个体视角下这一效应则减弱。 
更为重要的是，我国集体主义文化与个体规范的激活具有高度的文化契合性。集体主义强调“群体

利益优先”，与个体规范的道德义务感、责任感知高度契合[1]。集体视角的信息表述与集体主义价值导

向一致，能放大个体的责任感知与道德义务感，使公众清晰认知自身行为与集体利益的关联，充分激活

个体规范，进而提升合作生产意愿[42]。 
综合来看，宣传视角(个体视角/集体视角)作为文化价值观的具象化信息呈现形式，会在目标框架与

合作生产意愿之间发挥调节作用。进一步分析，这种调节效应并非直接作用，而是通过特定心理路径实

现：集体视角下，损失框架通过强化“共同威胁”感知提升风险感知，同时借助集体主义文化激活个体

规范，双重路径促进合作意愿；个体视角下这一效应相应减弱。因此，宣传视角与目标框架的调节效应

需通过风险感知和个体规范的中介作用实现。 
基于上述分析，提出以下假设： 
假设五：宣传视角(个体视角/集体视角)在目标框架影响公众合作生产意愿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。 
假设六：宣传视角与目标框架影响公众合作生产意愿的调节效应，通过风险感知和个体规范的中介

作用实现。 
综上所述，提出以下理论模型，见图 1。 

 

 
Figure 1. Theoretical model 
图 1. 理论模型图 

3. 实验一 

本实验旨在探究目标框架对公众合作生产意愿的影响，并验证风险感知、个体规范在二者间的中介

作用。采用单因素三水平(损失框架组 vs. 收益框架组 vs. 控制组)被试间设计，自变量为目标框架，因

变量为合作生产意愿，风险感知、个体规范为中介变量。2025 年通过“见数”平台开展线上有偿问卷调

查，设置关键题项并固定阅读时间以保障实验质量，共发放问卷 356 份，清理作答时间异常、答案矛盾

等无效问卷 56 份，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300 份(有效回收率 84.27%)，其中控制组 95 人、损失框架组 98 人、

收益框架组 107 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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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. 实验流程与实验材料 

实验流程为：被试签署知情同意书→阅读城市内涝应急救援情境信息→经平台随机分配至三组→阅

读对应框架实验材料→完成目标框架操纵有效性检验→填写变量测量量表→采集人口学基本信息。 
实验材料以城市内涝应急救援为研究情境，基于真实灾害案例编写，先介绍内涝危害、救援要点及

志愿者参与的重要性，再展示统一背景：社区突发严重内涝，救援力量不足，亟需志愿者参与居民疏散、

物资搬运等工作。三组材料形式与结构一致，仅信息表述角度不同，损失框架组强调未参与合作救援的

负面损失，收益框架组强调参与合作救援的正向获益，控制组无框架导向表述，同时标红核心信息增强

情境代入感。操纵有效性检验设置 7 点计分条目：“作为志愿者，您认为上述信息主要是从什么角度来

描述合作对应急救援工作的影响？”(1 = 缺乏应急救援合作造成的损失，7 = 进行应急救援合作带来的

获益)。 

3.2. 变量测量 

各变量量表均参考已有成熟研究成果，结合本研究城市内涝应急救援的具体情境进行适配修订，所

有量表均采用 7 点李克特计分法(1 = 非常不赞同，7 = 非常赞同)，均通过信效度检验，Cronbach’s α系
数均 > 0.7，KMO 检验均 p < 0.001，信效度良好。 

1) 合作生产意愿：参考 Ajzen [54]，共 4 题：① 如果有机会我愿意在团队协作下共同克服在应急救

援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风险；② 如果当下政府应急部门与专业救援团队已经制定救援计划，我愿意积极

配合并执行计划；③ 我愿意主动与其他志愿者/志愿团队沟通协作，共同完成救援任务；④ 我计划在团

队协作下共同克服在应急救援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风险。Cronbach’s α 系数 0.726，KMO 检验值 0.750。 
2) 风险感知：参考 Bauer 等、Stone [55] [56]，共 3 题：① 我担忧我/社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会受

到损害；② 我担忧在应急救援时，因人员调度杂乱、物资分配无序等问题，社区恢复平静、有序状态的

时间被拉长；③ 我担忧自身在应急救援过程中因行动不当而遭受负面评价。Cronbach’s α 系数 0.810，
KMO 检验值 0.708。 

3) 个体规范：参考 Schwartz、Bamberg [38] [40]，共 4 题：① 我认为我有道德义务与其他志愿团队/志
愿者协助参与应急志愿工作；② 我认为我有责任与其他志愿团队/志愿者协助参与应急志愿工作；③ 我
认为我应该尽我所能地与其他志愿团队/志愿者协助参与应急志愿工作；④ 如果我没有与志愿团队/志愿

者协助参与应急志愿工作，我会觉得内疚。Cronbach’s α系数 0.836，KMO 检验值 0.732。 

3.3. 实验数据分析结果 

1) 目标框架操纵有效性检验：独立样本 T 检验显示，损失框架组(M = 1.65, SD = 0.66)与收益框架组

(M = 6.03, SD = 0.73)评分存在显著差异(t = −44.78, p = 0.000, Cohen’s d = 6.99)，与实验预期一致，框架操

纵有效。 
2) 目标框架主效应检验：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，三组合作生产意愿存在显著差异(F = 10.541, p < 

0.001)，控制组(M = 5.9842, SD = 0.72090)、损失框架组(M = 6.3597, SD = 0.43385)、收益框架组(M = 6.1846, 
SD = 0.52117)。LSD 事后比较显示，损失框架组、收益框架组的合作生产意愿均显著高于控制组(p < 0.001, 
p < 0.05)，且损失框架组显著高于收益框架组(p = 0.028)。 

3) 中介效应检验：采用 Hayes 的 SPSS PROCESS Model 4，通过 Bootstrap 法(样本量 = 5000，95%
置信区间)检验，结果显示：目标框架对合作生产意愿的直接效应显著(B = 0.2485, p = 0.0009, 95% CI 
[0.1031, 0.3939])；目标框架对个体规范的影响及个体规范的中介效应均不显著(95% CI 含 0)；目标框架

对风险感知、风险感知对合作生产意愿的影响均显著，且风险感知中介效应显著(95% CI [0.0458, 0.2109])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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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部分中介作用。 

4. 实验二 

本实验延续实验一城市内涝应急救援研究情境，旨在验证宣传视角对目标框架影响公众合作生产意

愿的调节效应，以及风险感知、个体规范在该调节过程中的中介作用，进而检验假设四、假设五与假设

六。实验采用 2 (目标框架：损失框架 vs. 收益框架) × 2 (宣传视角：个人视角 vs. 集体视角)双因素组间

设计，自变量为目标框架与宣传视角，因变量为合作生产意愿，风险感知、个体规范为中介变量。实验

通过“见数”平台开展线上有偿问卷调查，设置情境素材和关键题项并固定阅读时间保障实验质量，共

发放问卷 360 份，清理无效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 313 份，有效回收率 86.94%。四组被试分布为：损失框

架 × 个人视角组 76 人、损失框架 × 集体视角组 78 人、收益框架 × 个人视角组 80 人、收益框架 × 集
体视角组 79 人。 

4.1. 实验流程与实验材料 

实验流程与实验一保持一致，具体为：被试签署知情同意书→阅读城市内涝应急救援模拟情境背景

→经平台随机分配至四组实验场景→阅读对应框架与视角的实验材料→完成目标框架和宣传视角的操纵

有效性检验→填写变量测量量表→采集人口学基本信息。 
实验材料在形式、结构上保持统一，核心差异仅在于目标框架类型与宣传视角的组合，以此实现双

变量操纵：损失框架 × 个人视角组强调未参与合作救援对个人的消极影响，损失框架 × 集体视角组强

调未参与合作救援对社区的损失；收益框架 × 个人视角组强调参与合作救援为个人带来的积极收益，收

益框架 × 集体视角组强调参与合作救援对社区的正向价值。 
操纵有效性检验设置两个 7 点计分条目，目标框架检验条目与实验一一致，判断标准为损失框架组

得分显著低于收益框架组；宣传视角检验条目为“作为志愿者，您认为上述信息主要是从什么角度来描

述合作对应急救援工作的重要性？”，1 代表“对个人的重要性”，7 代表“对社会的重要性”，判断标

准为集体视角组得分显著高于个人视角组。 

4.2. 变量测量 

本实验沿用实验一的变量测量量表与题项，均采用 7 点李克特计分法，量表经检验信效度良好，

Cronbach’s α系数均 > 0.7，KMO 检验均 p < 0.001，可稳定测度各变量水平。其中，合作生产意愿量表

Cronbach’s α系数 0.735，KMO 检验值 0.733；风险感知量表 Cronbach’s α系数 0.735，KMO 检验值 0.660；
个体规范量表 Cronbach’s α系数 0.757，KMO 检验值 0.776，各量表聚合效度与收敛效度均符合学术研究

要求。 

4.3. 实验数据分析结果 

1) 双变量操纵有效性检验：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，损失框架组(M = 2.42, SD = 1.90)在目标框架

检验条目得分显著低于收益框架组(M = 6.28, SD = 0.99)，t = −22.64，p = 0.00，Cohen’s d = 1.51；个人视

角组(M = 3.68, SD = 2.35)在宣传视角检验条目得分显著低于集体视角组(M = 6.29, SD = 0.94)，t = −12.91，
p = 0.00，Cohen’s d = 1.79。表明目标框架与宣传视角的操纵均显著有效。 

2) 目标框架主效应再检验：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，损失框架组合作生产意愿(M = 6.20, SD = 0.38)
显著高于收益框架组(M = 5.76, SD = 0.26)，F(1, 311) = 140.31，p = 0.000，Cohen’s d = 1.34，假设二再次

得到验证。 
3) 风险感知与个体规范的中介效应检验：采用 SPSS PROCESS Model4，通过 Bootstrap 法(样本量 =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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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00，95%置信区间)检验，结果显示风险感知(95% CI [−0.3065, −0.1574])与个体规范(95% CI [−0.3591, 
−0.2418])的中介效应均显著，且二者均为完全中介路径。表明损失框架可通过提升公众风险感知与个体

规范水平，有效增强合作生产意愿，假设三、假设四得以验证。 
4) 宣传视角的调节效应检验：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，目标框架主效应显著(F(1, 309) = 154.10, p 

< 0.001)，宣传视角无显著主效应(F(1, 309) = 0.09, p = 0.77 > 0.05)，二者交互项显著(F(1, 309) = 33.79, p < 
0.001)。简单效应检验显示，集体视角下损失框架组(M = 6.30, SD = 0.39)远高于收益框架组(M = 5.67, SD 
= 0.21)，个人视角下损失框架组(M = 6.09, SD = 0.34)高于收益框架组(M = 5.86, SD = 0.27)但差异强度显

著弱化，假设五得到验证。 
5)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：采用 SPSS PROCESS Model8，通过 Bootstrap 法(样本量 = 5000，95%置

信区间)检验，结果显示宣传视角对目标框架影响风险感知的调节作用显著(B = 0.224, t = 2.641, p = 0.009)；
风险感知(B = 0.261, t = 6.763, p < 0.001)与个体规范(B = 0.282, t = 9.442, p < 0.001)对合作生产意愿均呈显

著正向作用。个人、集体视角下，风险感知与个体规范的中介效应均显著，且风险感知路径(95% CI [0.022, 
0.229])、个体规范路径(95% CI [−0.446, −0.235])的有调节中介效应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，假设六得到充分

验证。 

5. 讨论 

5.1. 研究结论 

本研究基于信息框架效应、心理账户等理论，聚焦城市内涝应急救援场景，通过两轮递进式实验探

究公众合作生产意愿的影响机制，实验一验证目标框架主效应及中介路径，实验二引入宣传视角验证调

节效应及有调节的中介机制，最终得出核心结论：一、目标框架对公众合作生产意愿具有显著且稳定的

主效应，相较于无框架的控制组，损失框架与收益框架均能提升合作生产意愿，且损失框架的效果显著

优于收益框架，该结论在两轮实验中均得到验证；二、风险感知和个体规范在二者间发挥显著并行中介

作用，且中介效应受宣传视角调节，实验一因混合宣传视角掩盖了个体规范的中介效应，仅风险感知作

用显著，实验二分离视角后验证了两条中介路径的有效性；三、宣传视角具有显著的情境化调节作用，

集体视角下损失框架的正向效应被大幅放大，个人视角下损失与收益框架的效果差异则明显弱化，宣传

视角成为目标框架发挥作用的关键边界条件；四、宣传视角与目标框架的调节效应通过风险感知和个体

规范实现，且中介路径呈现差异化特征，集体视角下个体规范的中介效应更突出，个人视角下则是风险

感知的中介作用占主导。 

5.2. 理论贡献 

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方面：一是在既有框架效应理论基础上，实现了应急治理领域的情

境化应用与细化，丰富了框架效应理论在应急治理领域的实证证据。现有研究多将框架效应应用于环境

保护、公共卫生等领域，针对城市内涝的专项研究较少，且未结合本土文化探讨边界条件，本研究聚焦

城市内涝场景验证了损失框架的优势，纳入集体/个人宣传视角明确其调节作用，为框架效应在应急治理

细分场景的本土化、情境化应用提供了新思路；二是基于保护动机理论与规范激活理论，细化并验证了

双路径中介机制，拓展了框架效应影响公众行为意愿的中介路径研究。现有研究多关注单一心理变量的

中介作用，本研究验证了风险感知和个体规范的双重并行中介作用，揭示了宣传视角混合使用对个体规

范中介效应的干扰问题，是对既有心理机制解释框架的细化与补充；三是从微观信息呈现视角完善应急

治理研究，是对合作生产理论的本土化延伸。现有合作生产研究多聚焦宏观主体协同与制度设计，本研

究从微观信息呈现视角出发，结合中国文化情境下主流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，构建并验证了“目标框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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× 宣传视角”的有调节中介模型，完善了多元协同视角下应急宣传信息的引导逻辑。 

5.3. 管理启示 

当前极端自然灾害呈复合型、跨域化特征，公众合作生产成为弥补政府应急治理短板的关键，但实

践中存在参与无序、资源对接错位等问题。本研究结合中国应急治理实践与文化情境，提出针对性实践

启示：一是应急宣传信息设计优先采用“损失框架 + 集体视角”组合，坚守视角一致性原则，聚焦集体

利益损失展开表述，明确未参与有序合作的具体负面影响，避免个人与集体视角混杂；二是激活风险感

知与个体规范的双重心理路径，减少模糊化风险表述，让公众直观感知合作的必要性，同时突出应急救

援中的道德义务与集体责任，强化个体责任意识；三是实施差异化宣传策略，根据受众特征匹配宣传形

式，针对有灾害或志愿经验的群体强化个体规范，根据灾害预警、响应、恢复等不同阶段调整框架与视

角组合；四是构建多元协同的宣传格局，搭建“政府引导 + 社区落地 + 社会组织协同”的体系，建立

“设计、传播、评估、优化”的全流程闭环，动态调整宣传内容与形式；五是融合应急文化培育，将集体

合作理念纳入全民应急教育体系，挖掘宣传典型案例，借助防灾减灾相关契机开展合作体验活动，夯实

公众集体合作的认知基础。 

5.4. 研究局限与展望 

本研究虽取得阶段性成果，但仍存在一定局限，为后续研究留下拓展空间：一是样本代表性存在偏

差，依托线上平台招募的被试偏向互联网使用熟练度高的群体，对农村、偏远地区居民覆盖不足，且有

偿问卷易存在“高参与意愿”的筛选偏差，影响结论外部效度；二是研究场景较为单一，仅聚焦城市内

涝场景，地震、台风、公共卫生事件等不同灾害的应急逻辑与公众参与方式存在差异，结论的普适性有

待验证；三是线上实验的情境代入性不足，线上作答易受外界干扰，虚拟情境难以还原真实灾害的紧张

氛围，可能导致被试合作意愿评分与真实行为倾向存在偏差；四是实验素材形式单一，以文字表述为主

且仅聚焦目标框架，与现实中短视频、社区广播等多元宣传形式存在差距，未探究多框架组合的联合影

响。五是模型变量考虑相对有限，本研究主要关注宣传视角的调节作用，未纳入社会信任、灾害过往经

验、社区网络、信息渠道可信度等重要情境变量，而上述因素均可能显著影响公众对框架信息的加工与

行为决策，进而改变目标框架的作用效果。 
针对以上局限，后续研究可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扩大样本覆盖，平衡不同群体比例；拓展至地

震、台风等多种灾害场景，对比验证研究结论的适用性；采用情景模拟、现场实验等方式增强情境代入

感，提升研究生态效度；丰富实验素材的呈现形式，纳入多类型框架展开研究，让研究设计更贴合现实

应急宣传实践。同时，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引入社会信任、过往灾害经验、社区凝聚力、信息来源可信度

等变量，探讨其对框架效应的调节或交互作用，构建更全面、更贴合现实的应急信息说服模型，以提升

研究的解释力与普适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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